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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业革命实践 
与社会主义乡村建设 

苏  泽  龙

［摘  要］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通过乡村组织建设为农业革命实践提供了制度保证，以

广大群众参与为主体的农具革新成为农业革命实践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在生产领域开展

的农具革新工作渗透到农村社会生活中，对于促进农村的组织建设、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粮

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群众思想觉悟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农业革命实践对乡

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因此，这一

时期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以农具革新为突破口的农业革命实践，从其功用的角度来讲是促进农

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从其达到的实际效果来看还起到了变革乡村社会的作用，为当代中国

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制度—技术—社会研究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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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后，与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相比较，延续久远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

极其落后。有研究发现，当时“中国每一农家平均有农具 28 件，大部为手用之小农

具。其每亩农具之价值，仅及美国三分之一。所用之材料大都为生铁、熟铁、木竹

等，而由小翻砂厂、铁匠铺、木工竹匠及其他家庭手工业代为制造。因农具设计简

陋，需工太多，故每个农民的生产效率太低。如美国种植小麦每英亩仅需人工 1—2

日，而在中国同等面积则需 26 日；种棉花美国每英亩需人工 14 日，而中国则需 53

日”。① 可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农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在生产效率方面存在相当大

的差距。

如何尽快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面临

的一个重大问题。在 1951 年 1 月召开的首次全国农具会议上，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明

确指出：“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就一直被落后的生产工具束缚着，在很多偏僻地方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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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着极其落后的农具……加以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情绪提高，耕地面积扩大，因

此，在组织起来，提高技术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号召下，改进和补充农具就成为当

前发展生产的重要环节之一”。而此次会议主要解决的问题就包括“新式农具的设计

制造”“旧式农具之增补与修理”等。① 确实，在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后，传统小农经济

的生产方式已无法适应国家的发展。因此，改造传统农业，进行大规模农业革命实

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鉴于中国发展的方向

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是不可行的，而苏联的社会主义

集体农庄是在农业机械化基础上建立的，对于当时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讲，采用这

一生产方式又是不现实的。中国进行农业革命必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国家提出推动农业生产工具革新是根据新中国国情开展的一次从生产实践出发

的农业革命。回溯全球历史，生产工具的革新在整个世界的农业革命中都起到过重要

作用，如我国古代先进的曲面铁壁犁在 18 世纪传入欧洲 ②，以及工业革命后推广使用

的播种机、打谷机、粮食收割机等农业机械，都对世界农业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近

年来，有学者围绕 20 世纪 50 年代农业生产工具的相关问题进行过探讨，尤其是对具

有代表性的双轮双铧犁关注较多。③ 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国家政策对农业生

产工具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针对农业革命与农村组织制度和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仍

有待深入探讨。此外，既有研究对基层档案、报刊等资料运用较少，缺乏自下而上的

研究视角。从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农村基层经验来看，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打破了传统

的小农经济结构，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为开展农业生产革命提供了制度保证，依靠

自力更生开展的以工具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力变革，由生产领域延伸至社会领

域，为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开辟了新路径。因此，本文在文献、档案、报刊等资料的基

础上，以农业生产工具革新为视角，研究分析 50 年代中国农业革命实践与社会主义

乡村建设的关系。

一、“组织起来”：农业革命实践的制度优势

1943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号召“把群众

①	 李书城：《全国农具会议开幕词》，《中国农报》1951 年第 5 期。

②	 孔泾源：《中国的农耕技术与欧洲的产业革命》，《湖南社会科学》1990 年第 3 期。

③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朱显灵等：《双轮双铧犁与中国新式农具推广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 年第 3 期；常明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业技术改造考察》，《中国农史》2015 年第 4 期；

龚斌磊等：《新中国成立 70 年农业技术进步研究综述》，《农业经济问题》2020 年第 6 期；杨越：

《1949—1952 年黑龙江地区新式农具推广工作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 年第 1 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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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组织起来”，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

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

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① 号召发出后，根据地民

众积极响应。如陕甘宁边区“刘秉温生产方式”在大生产运动中得到大力推广，晋冀

鲁豫边区则涌现出李顺达、郭玉恩等人组成的农业生产模范互助组，根据地生产模范

通过互助方式不但解决了个体农户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而且通过互助合作因地制

宜地推广农业技术发展生产，取得了粮食丰收。截至 1947 年，据晋冀鲁豫边区 7 个

县的统计显示，通过互助组织起来的劳动力达 80%、畜力达 90.8%。② 老区农村的互助

组织证明了“组织起来”是实现农业生产发展的最好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但是农民

获得土地后，却因多年战乱而面临生产资料匮乏的困境。即使在早已完成土地改革的

老解放区，每个家庭在资金、工具、人力等生产资料方面的投入也十分有限。土地改

革后，农民高涨的生产热情与生产资料缺乏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在老解放区互助生

产经验的基础上，1950 年 3 月，山西便提出：“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应成为

今年互助生产的主要方向”。③ 可见，党和政府在推进互助合作时注重通过推广新式工

具、革新农业技术等措施发展农业生产，这样，山西省老解放区的互助组织在向集体

化方向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被赋予了农业生产技术变革的使命，并在接下来

的工作中进行了相关尝试。

1951 年春，山西省长治地区的 10 个农业合作社 ④ 先行做了试点。试办农业社通

过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来满足农民迅速发展生产的要求。据统计，在试点期

间，10 个社共集资或贷款购置农具 177 件，其中包括新式农具和机械 57 件，利用剩

余劳力投入土地基本建设 2523 个工，修地堰 1105 丈，开渠道 370 丈，改良土壤 341

亩。⑤	10 个社粮食平均亩产 2075 石，超出 1950 年平均亩产 21.5%，超出 1936 年平均

亩产 84.1%，超出全村平均亩产 16%。每个社员总收入超出互助组收入 18.6%，超出

单干户 24.6%。总之，粮食亩产和社员收入都大大超过了 1950 年的水平，显示出农

业合作社比互助组和单干户的优越性，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这 10 个社内没有一

户社员要求退社，而且在合作社所在村及其周围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有 45 个互助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30、931 页。

②	《山西省农业合作史互助组卷》，山西省农业合作史编委会 1996 年编印，第 595 页。

③	《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应成为今年互助生产的主要方向》，《山西日报》1950 年 3 月

5 日。

④	 一些资料将农业合作社简称为农业社、合作社，本文均保留引文原文中的名称，以下不再

一一注明。

⑤	《山西省农业合作史典型调查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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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605 户要求入社或组社。① 基于包括上述长治地区在内的老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

成功经验，为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195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的决议（草案）》②，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各地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积极将农具革新引入互

助生产，在全国涌现出一批合作社典型，如河北省饶阳县的耿长锁合作社、山东省莒

县的吕鸿宾合作社以及吉林省延吉县的金时龙合作社等。③ 这些合作社虽然处于探索阶

段，但已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一些成绩，如通过把个体农户组织起来，克服了土地改

革后农民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并将农具革新作为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1953 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式提出，12 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指出：“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

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

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

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

社”。④ 通过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以及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一方面是改变传

统农业小、散、乱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则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解决农业生产中

使用新农具、基本农田建设等个体农民难以实施的技术问题。

双轮双铧犁是当时在全国推广使用的典型新式农具，山东省在 27 个农业社做了

小麦产量对比试验，结果在同样的土质、肥料、种子和田间管理等条件下，双铧犁

比旧犁平均增产 22.2%；河北省在南宫、大名、昌黎、临城、宣化、成安 6 个县 13

个合作社进行了玉米、棉花等作物产量对比试验，在同样条件下，双铧犁比旧犁增

产 9.2%—17.9%；浙江省在 18 个合作社使用双铧犁和木犁进行了水稻产量对比试验，

平均增产在 14% 以上。除犁具外，山东省的一些农业合作社还推广了既能播种又能

浇水抗旱的改制水耧，以及能使肥料和种子隔开下种，避免病菌对种子传染的隔离耩

子；河北省藁城县城关第一农业社改制的三腿耧可以密植小麦。⑤ 可见，农业合作社

的发展促进了新式农具的推广应用。据各地不完全统计，截至 1955 年，全国由各级

供销合作社供应给各农业社和互助组的双轮双铧犁、双轮单铧犁就多达 30 余万部。⑥

在推广新式农具的同时，农业部还颁布了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总纲要》《水稻丰产指

①	《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1949—1978）》第 2 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9 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09 页。

③	 苏泽龙：《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农业改造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62 页。

⑤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25、524 页。

⑥	 杨敬桥等：《双轮双铧犁推广工作的新情况》，《中国农报》1955 年第 2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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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纲要》《冬小麦丰产技术试行纲要》《棉花丰产技术指导纲要》等一系列对主要农作

物种植进行技术指导的文件，而这些又都是围绕农业合作社工作展开的。① 在新式农具

和农业技术的助力下，1949—1957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85.3%，平均每年增

长 8%，其中 1950—1952 年年均增长 14.1%，1953—1957 年年均增长 4.5%；粮食总

产量增加 8124 万吨，年均增长 6%，人均粮食占有量由原来的 209 公斤增加到 309 公

斤。② 事实证明，建立生产合作组织，为合作组织注入新的生产力，是新中国成立后农

村新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新式农具的运用与推广以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又对农业合作社建设规模及水

平提出了更高要求。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有些农业社在兴修水利工程中联合起

来，统一规划，统一施工；有些农业社联合起来修筑道路，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有

的农业社联合起来集资购买农机具、兴办农副产品加工厂、农机具修配厂等等。也确

有少数较小的农业社由联合进而合并，统一安排生产和建设取得成效。这部分地方反

映了发展的需要”。③ 对此，1958 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成都会议）通过了

《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

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

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革

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

社是必要的”。④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

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建立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到 10 月底，全

国已建立 2.6 万多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 99% 以上，全国农村实现了

人民公社化。⑤ 这种集体化的生产方式为推广农具革新等提供了便利，如基层生产队可

以通过试验田的方式进行新式农具、耕作技术的推广工作，大集体生产方式则可以集

中劳动力运用大型农机具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开垦土地等，为发展规模农

业、实施机械化提供了可能。

由农具革新带来的农业生产力发展，决定着以合作社建设为具体表现的农业生

产关系也应随之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而在以农

具革新为具体表现的农业革命实践中，除国家给予的组织制度推动外，广大农民群众

①	 苏泽龙：《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生产互助与国家扶助措施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②	 曾培炎：《新中国经济 50 年（1949—1999）》，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2 页。

③	《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09 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第 27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版，第 315 页。

⑤	《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 2 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95—4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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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实践与创造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农具革新：群众性的农业革命实践

据土地改革结束时对全国 1.5 万余户农家调查发现，平均每百户农家只有新式犁

0.06 部、旧式犁 53.9 部。① 在当时条件下，已有的工业生产条件无法制造出大量的新

式农具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因此，国家号召开展群众性的农具革新运动来推动农业生

产发展。如辽宁省富锦县农村普遍使用的是一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的旧农具，

尤其是在土地改革后畜力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落后的农具已不适应农业生产快速发展

的要求。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当地在互助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旧式农具的革新改造，“把

六马拉的弯弓大木犁犁辕改为铁犁辕，把沉重的大生铁铧改为拉力强的轻便铧。改后

能种、能趟、能除草”，可省 1/3 畜力和 2/3 人工，大大解决了除草期人力、畜力紧张

问题。改造后的这种农具颇受农民欢迎，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②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地还改造和新建了农具修造厂，因地制宜推进农

具革新。在山西省寿阳县，仅 1950 年 1—3 月专门为修建农具而新建的铁、木工厂

就有 16 家，共增加各种大小农具 1.5 万余件，其中在只有 81 户农户的昌村就增加了

犁、耙等大农具 17 件，铁䦆、锄头等 384 件，每户平均增加农具 5 件。③ 与此同时，

国家还专门出台政策鼓励各地群众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进行农具改造，提出：“对群

众已经改进的农具，经过试验鉴定、民主评议的方式，认真地评比，事实证明确有成

效的即可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推广。但是必须保证质量，避免损失。改良旧式

农具工作，应以县为单位，根据上述办法，认真贯彻执行，省、专两级应给予指导，

必要时可召开比较广泛的观摩会、技术交流会等，对成绩显著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扬

奖励，鼓舞群众的创造热情，借以扩大推广范围”。④

事实证明，依靠群众自力更生不仅对旧式农具的改造行之有效，而且也为新式

农具的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 年 7 月，农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联合召开全国新式畜力农具工作会议，提出“目前推广新式畜力农具应以

犁为主，尤其是双轮双铧犁和双轮一铧犁，能深耕、效率高、适应性广，是改革耕作

①	 吴承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第 1 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8 页。

②	《富锦文史资料》第 5 辑，富锦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1997 年编印，第 73 页。

③	《寿阳土改后气象一新》，《人民日报》1950 年 6 月 27 日。

④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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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增产粮棉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农具”。①

双轮双铧犁是从苏联引进的一种架式犁，可机耕可畜力，但是需要畜力多，对

耕地类型也有要求。因国内各地耕种情况复杂多样，在推广过程中需要根据实地情况

进行改造。为了使该犁能更好地适应地方农业生产环境、发挥作用，一些地方通过发

动群众群策群力进行改造。如山西省定襄县使用的双轮双铧犁改制前两个畜力每天耕

地 10 亩，改制以后每天可耕地 17 亩，改制却很简单，只是“添加两副盘珠，犁尾取

掉 6 公分即可”。②	

在开展群众性农业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全国各地还涌现出了一批土专家。如河

南省登封县，贫农出身的雷嵩农业社党支部书记张广义，发明改进自动橇夯、打畦机

等 12 种工具，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安徽省合肥农具厂的钳工张福来，发明创

制净粮计算机、三轮脚踏水车以及木制解放式水车；山西省大仁县海北头村贫农出身

的王盛贵，成功试制风力水车，并在全国农具展览会上展览，中国农业科学院甚至聘

请其为特约研究员。③ 这些土专家依据本地农业生产环境、农业生产特点对引进的农具

进行改制，或者提出建议，使农具推广更加具有适用性。在依靠土专家的同时，一些

地方还充分依靠群众，解决了原料、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困难。据 1957 年湖南省

湘潭、邵阳、衡阳、常德等 54 个县、市统计，在农具改革运动中，群众共献出“钢

铁 626 万斤、资金 100 多万元、木材 20000 万斤”。④

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农具革新的工作中，一些地方还制造出半机械化农具。例

如，江西省农业科研所在南城等县木匠创制的船式插秧机的基础上，设计改进制成了

江西五九型插秧机；上海无桩自动单马达电犁则是由上海农业机械化所试制成功的。⑤

还有一些社队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走上了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道路。如山西省汾阳县贾

家庄 1956	年开始进行农具改革，先后试制成功了玉米擦板、木轮车、三齿耘锄、追

肥耧、清粮风车、木制脱粒机和振动式粮食烘干机等新式农具 24	种、半机械化机具

447	件。⑥ 又如，湖北省新洲县刘集人民公社在国家的帮助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农民买得起、用得会、修得好、管得了”的集体办

机械化道路，农业机械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单项作业到综合利用，成

①	《农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关于新式畜力农具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5 年第 1 号。

②	 山西省农业厅：《定襄县关于召开农具改革大会的总结（1958 年 5 月 6 日）》，山西省档案

馆：C22-4-538-37。

③	《技术革命的先锋	“土专家”当了特约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1958 年第 7 期。

④	《土洋结合大搞工具改革运动的经验》，北京：农业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3 页。

⑤	《割麦	 插秧	 翻地各有新利器》，《人民日报》1959 年 12 月 8 日。

⑥	 汾阳市农业局：《贾家庄大队从改革农具入手搞机械化（1957 年 2 月 7 日）》，汾阳市档案

馆：13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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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国农业机械化的一面旗帜。① 随着农业互助合作工作的开展，全国群众性的农具革

新工作在耕作、排灌、运输、农产品加工等方面都有很多创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58 年 7 月，全国改良和创造农具多达 5 万余种，推广数千万件。② 这些农业生产工

具有的是从土到洋、有的是土洋结合，在生产实践中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并

体现出农业革命实践中人民群众自力更生的特征，推进了乡村的社会主义建设。

三、改天换地：农业革命实践中的乡村建设

在群众性农业革命推进的同时，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以及中国乡村面貌也随之

发生变化，这些在农民对于互助合作组织的认识与看法、农业耕作制度与土地改良、

农民时间观念、农民文化水平等方面均有所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式农具缺乏以及分散的劳动方式严重阻碍了各地农业生产。

1953 年出版的《新式农具的推广》一书中曾提道：“一把旧式的锄，一张旧式犁，所

能担负的耕地，不过二、三十亩，这是适合于单家独户个体生产的农具，有时一家有

一个，有时虽然几家合用一个，最多也不过三家五家，而且还是不得已的情形”。③ 因

此，在农业革命实践过程中发展互助合作就尤为必要，经过革新的农具在发展农业

的同时也为集体化生产创造了条件。如在黑龙江省，新式农具必须在 1500 亩以上的

土地上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肇源市王振堂互助组一开荒就是 1350 亩左右，成效显

著。④ 又如，成套的新式马拉农具每套可以耕种土地 1000 亩—1200 亩，需要地块大、

畜力强、人力多，才能完全发挥其效用，因此只有推广给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较高级的

互助组才能有明显的增产效果。新式步犁每部可耕种土地 80 亩—100 亩，也以推广

给互助组织使用为宜。⑤

革新后的农具为农村发展互助合作社创造了条件。如松江省 ⑥ 集贤县 1951 年只

有较高级的互助组 64 个，随着新式农具推广数量的增加，1952 年该县的高级互助组

①	 王腊波：《闻名全国的刘集公社农业机械化》，载《湖北文史》第 1 辑，北京：中国文史出

版社 2015 年版，第 170 页。

②	《迅速推广改良农具》，《人民日报》1958 年 7 月 15 日。

③	《新式农具的推广》，上海：中华书局 1953 年版，第 23 页。

④	 金浪白：《黑龙江推广新式农具的成就与经验》，《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15 日。

⑤	《三年来全国各地推广新式农具四十多万部》，《人民日报》1953 年 3 月 22 日。

⑥	 东北解放后，今黑龙江省所辖地区主要分属于松江省和黑龙江省，1954 年，松江省建制撤

销，与黑龙江省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参见《东北区行政区划介绍》，《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6 日；《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人民日报》

1954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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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368 个，还出现了 3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①	1952 年 1 月，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

在全国农具工作会上也明确提出：“使用新式农具必须组织起来或改变原来的小型临

时的组织形式，重新扩大组织；而在新农具继续发展和耕作技术不断提高中，农民自

然地又会产生一系列新的要求，如打破地界、共同饲养牲畜等等，推动劳动互助组织

进一步发展到土地合作社”。②“组织起来”		是使用新式农具的前提，使用新式农具所产

生的积极效应反过来又推动了互助合作组织发展，二者起到相互促进作用。

随着新式农具的推广，农民对建立互助合作组织的认识也得到了相应提高。

1951 年，到天津参观完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之后，山西省壶关县劳动模范李

二肥就说：“参观时，我还特别注意各种新式农具，如耘锄和七英寸、九英寸的步犁

等”，“觉得都很适合咱山地使用。这一来，我明白了为什么要城乡交流和交流什么。

以后咱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增加产量，换回好农具、好机器生产，增产就更多，

工农业生产也就更发展。有些农民不愿组织起来，真是想错了，不组织起来那能购买

拖拉机和各种新式农具生产呢？”③ 据统计，河南省从 1950 年开始推广新式农具，至

1954 年 4 月底共推广各种步犁 67769 部、双轮双铧犁 1074 部、耘锄 3366 部、收割

机 87 部、全套新式畜力农具 6 套，其中 80% 以上推广到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对促进互助合作和提高农业生力都起到了一定作用。④

由新式农具带来的农业生产力的提升，直接促进了粮食产量以及合作社社员收

入的增长。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山西省晋中地区仍沿用传统的旧式木犁，每天仅耕

地 3 亩左右，生产效率非常低下，而且旧式木犁耕地深度约 3 寸—4 寸，未达耕地深

度，⑤ 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另据 1951 年北京、河南、山东、山西等 9 个地区新式犁

和旧式犁的比较试验发现，在同样栽培条件下，用新式犁耕作比用旧式犁耕作平均

可增加产量 16.8%，并且可以提高耕作效率 36.8%。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全部改用新式

犁，那么，仅人工畜工一项，就可以节省小米约 70 亿斤。此外，新式犁还有利于增

产，以此次比较试验的棉花、玉米、谷子、小麦、高粱五种作物结果看，若使用新式

犁耕作，全国这五种作物增产总值可折合小米 160 亿斤。⑥ 一些典型合作社的资料也显

示农具革新促进了粮食产量和合作社成员收入的增加。如山西省长治地区 1951 年试

①	《三年来全国各地推广新式农具四十多万部》，《人民日报》1953 年 3 月 22 日。

②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张林池副部长在农具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国农报》1952	年第

5 期。

③	 李二肥：《我看了新式农具后，懂得了农民必须组织起来的道理》，《人民日报》1951 年 11

月 21 日。

④	《新式畜力农具工作参考资料》第 1 集，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37 页。

⑤	 山西省农业厅：《晋中汾河灌区土地碱化原因及其防止与改良的措施（草稿	 1956 年 7

月）》，山西省档案馆：C78-6-34A。

⑥	 李自华等：《新式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效工具》，《人民日报》1951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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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 10 个典型农业社置办新式农具 177 件，将劳动力与农具结合后投入生产中，充

分发挥了农业技术的作用。1 年后，“入社地每亩平均产量比上年 1 石 6 斗增产 7 斗 5

（经济作物在内）”。①

实践证明，组织起来与自力更生相结合是 20 世纪 50 年代促进中国农业革命的

有效途径，它在解决农业生产工具落后的同时，还解决了传统农业生产中因劳动力

不足无法开展的耕作制度变革和土地改良等问题。如山西省汾阳县贾家庄 1956 年开

始进行工具改革，新式农具和农业机械的投入使用每年为其节省 33491 个人工、7246

个畜工，这批人工畜工全部投入改碱治地工程中，每年平均可改良碱地 250 多亩。②

新式农具的推广不但增加了粮食产量、农民收入，还使农民形成了新的时间观

念。长期以来，我国北方多数地区秋冬季节有“挂锄”“农闲”的习惯，“挂锄”即秋

收后不再耕作土地，锄耧次数也很少，许多耕地根本不锄。③ 费孝通的研究也发现，长

江以北的农业劳作有很强的季候性，通常是在农忙时需要大量劳力，农闲则无农事可

做，一年中的“农闲期”超过 2/3。④ 而秋收后如果及时翻松土地，这样做既可以保墒、

提高肥力，还能减少病虫害发生、培养地力。推广使用新式犁具后，秋耕则成为农业

生产的重点，如山西省忻州地区根据劳动模范张二念的经验，秋耕后的地“每亩收莜

麦四斗八升，不实行秋耕的地，每亩只收莜麦三斗六升”；“在锄耧方面，根据五台劳

动模范李稳在的试验，谷子锄四次，比锄二次增产百分之十”。⑤ 在当时一些率先推广

和使用农业机械的地区，农民传统的时间观念发生了变化，如“以前耕一亩地，三个

壮劳力要从太阳出来干到日落，而用拖拉机‘两袋烟’的功夫就犁完了”。⑥ 虽然农民

仍在沿用传统的时间表达方式，但他们完全更新了劳动时间的概念。

随着农具革新工作的开展，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了手扶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

粉碎机等动力机械，为促进农业生产变革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技术变革

渗透到农村社会生活中，推动了乡村社会变迁。新式劳动工具的出现，使中国农民第

一次看到了不用锄头、弯犁也可以种田养家，“铁牛胜过黄牛”的直观认识让其对拥

有先进生产工具产生了渴望。20 世纪 50 年代，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力的象征，在各种

宣传画上，常常见到英姿飒爽的青年男女驾驶着拖拉机，奔驰在辽阔的原野上，当一

①	 张正书等：《长治市典型村农业社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18 页。

②	 汾阳市农业局：《自力更生实现农业半机械化的一面旗帜——贾家庄生产大队（1957 年 4 月

15 日）》，汾阳市档案馆：137-1-24-22。

③	 参见《山西忻县地区四十个村农业生产潜在能力的调查》，《人民日报》1952 年 7 月 10 日。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415 页。

⑤	《山西忻县地区四十个村农业生产潜在能力的调查》，《人民日报》1952 年 7 月 10 日。

⑥	 据 2007 年 7 月 21 日笔者对山西省太原市花塔村村民田拉生（男，1928 年生，种稻能手）

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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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拖拉机手成为众多青年人的梦想。① 杀虫剂、生物防治等技术的应用很快替代了传

统社会中烧香、拜神祈祷丰收的习俗。另外，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生产的发

展，许多农村因此有了公共资金积累，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使他们在

遇到困难时不会感到天塌了下来。一些地区还用公共资金开办了农忙托儿所、农村合

作医疗，为五保户提供吃、穿、柴火、教育等福利。② 新农业技术的推广使用还提升

了农民学习文化知识的意识，有的地方将识字扫盲与生产劳动的内容密切结合，实行

做什么就学什么。他们学习的课文中充满着“玉米杂交”“颗粒肥料”“除四害”等字

句。③ 而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民的思想观念、行为也随之改变。农村妇女更多地参

与生产劳动，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她们的地位。总之，此时中国的农业革命实践

对农村社会整体面貌乃至农民个体行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水平的提高为农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农业生产工具的革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与此

同时，在群众自力更生的农业革命实践进程中，新中国农村社会面貌、农民思想观念

及文化水平也得到相应改变。总之，农业革命实践对乡村政治、经济、社会等都产生

了重大影响，中国的乡村社会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当中。因此，这一时期全国范

围内开展的以农具革新为突破口的农业革命实践，从其内涵的角度来讲是农业生产方

式的转变，而从其外延的角度来讲则为乡村社会变革创造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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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泽龙：《乡村视野中的农业技术与社会变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

②	 1956 年 6 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规定：

“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

上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

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参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人民日报》

1956 年 7 月 1 日。

③	 张际春：《争取较快地完成扫盲任务》，《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0 日。


